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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型领导与正念型领导:
人工智能冲击下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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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化背景中不同类型的领导力利用信号战略会对员工积极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信号理论,以288
份西南地区政府部门的领导与下属为研究样本,分别探讨道德型领导和正念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机

制,比较其对突破性创造力的预测效果。结果表明:道德型领导和正念型领导均促进员工突破性创造力;道德型领

导对突破性创造力的预测效果高于正念型领导;人工智能冲击意识在两种领导力与突破性创造力之间起着负向调

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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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22年11月发布ChatGPT到2024年2月

发布首个视频生成模型Sora,OpenAI团队引起了

众多行业的广泛关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于
2023年指出,在以人才、数据、资本和硬件为4大因

素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人才的重要性是最为突

出的。人才是算法和硬件创新的主要推动力,从长

远看,人才比数据更重要。目前许多行业在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下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在为组织与行业赋能的同时,也对员工的创

造力与组织创新提供了新的要求[1]。与改进微小的

渐进性创造力相比,突破性创造力是企业突破技术

封锁、实现原创性技术攻关、推动组织现有实践颠

覆式变革的关键要素[2]。个体是参与组织创新发展

的主体。为了追赶科技浪潮,实现从“0”到“1”的能

力,企业需要展现出具体的创造力表现,如培养员

工的突破性创造力认知、提高员工处理高挑战性工

作的能力,进而激发员工全新的想法与见解行为[3]。
因此,在数字化变革中如何提升组织中员工的创造

力、实现颠覆性的突破式创新逐渐成为企业关注的

焦点。
在人工智能情境下,领导风格如何推动组织与

员工提升突破性创造力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

题[4-5]。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复杂化外部

环境,学者们指出领导者应该具备持续学习能力、
数字化战略思维与环境掌控能力[6-7],并且可以处理

与员工的互动关系[8],这与正念型领导所具备的重

要特征具有高度重叠性。正念型领导是指通过正

念提升领导者的自我专注力与对环境的敏感程度,
通过用全局的思维去看待事物,促使员工产生积极

的心理与行为的领导方式[9]。已有研究发现正念型

领导可以促进员工知识共享[10]、增加员工工作绩

效[11]、减少个体离职倾向[12]等,但关于正念型领导

是否会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尚未证实。与此同

时,数字技术为各组织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相关

道德问题,需要领导者通过道德管理来引导员工产

生积极行为(如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与正念型领

导相比,道德型领导侧重通过上级的行为规范引导

下属培养道德意识、激励下属发展与时代要求的道

德标准相符的行为,这一领导风格在人工智能情境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13]。有学者采用元分析发

现道德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这一结

论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道德型领

导与员工创造力的积极关系存在质疑[14]。不同领

导风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程度不同[15],尤其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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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情境下,人工智能进入工作领域引起员工的

情绪、心理和行为变化[5],这会影响领导力在新的情

境中的管理有效性。目前仅有李晓萱和郑晓明[5]对

比了服务型领导、变革型领导、权威型领导与道德

型领导在人工智能应用中如何影响员工的成长与

发展。因此,本文在探讨正念型领导与道德型领导

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同时,试图探究哪种领导风

格的预测效果更好。
信号理论认为,员工会接收、处理和理解外界

传递的信息,并且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信号发送者所

预期的行为表现[16]。领导风格或领导态度与行为

会释放其信号来引导员工做出相应的行为表现,然
而,个体认知及其随后的具体情绪反应会在此过程

中发挥作用[17]。人工智能冲击意识是指个体在工

作场所中感知人工智能技术对个人职业生涯发展

带来的威胁程度[18]。已有研究证实人工智能冲击

意识可以给个体传递技术替代工作的信号,增加个

人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工作焦虑与工作压力,这种

负面情绪抑制了员工积极行为[19]。 换句话说,人工

智能冲击意识在领导风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关

系中发挥调节作用。综上所述,本文基于信号理

论,以道德型领导与正念型领导两者不同类型领导

者合理操纵多重信号源为前提,构建一个多重信号

源下不同领导风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影响的模

型,比较分析不同领导风格的预测效果,并且引入

人工智能冲击意识,探讨其在道德型领导与正念型

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中发挥的调

节作用。这不仅能够丰富数字化时代下道德型领

导、正念型领导与员工行为关系的相关文献,拓展

人工智能冲击意识的研究范畴,而且有利于帮助员

工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环境,提高其创造力行为,进
一步推动企业适应及加快数字化转型。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道德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

如何实现道德管理是数字化时代下人力资源

管理的重要课题。道德型领导是一种以道德为基

础的领导风格,能够通过自身符合道德伦理的行为

自发影响员工的伦理价值观,激励和引导员工开展

积极行为[20]。突破性创造力是指在组织活动中与

组织现有实践与产品有本质区别的新想法或新见

解,且这种新的想法或见解可以打破固有框架与过

程[21]。这种创造力行为往往基于技术来发展与维

持,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

有学者已经从自我概念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等证实

平台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积

极作用[22-23],关于人工智能情境下道德型领导与员

工突破性创造力关系的研究较为缺乏。
根据信号理论,道德型领导作为信号发送者会

通过各种方式向员工传递其意图与预期目标等信

号,并且 引 导 员 工 做 出 相 应 的 行 为 来 反 馈 领 导

者[16]。一方面道德型领导自身具备的正直、诚信与

合乎道德标准的行为等特质,为员工在智能化的工

作场所中提供心理安全感,激发他们执行挑战性任

务的意愿[13,24];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应用于工作场

所会引起员工的情感和需求变化[5],道德型领导通

过鼓励双方积极沟通,传递领导者的支持性意图信

号,有助于领导者与员工建立良好和谐的互动关

系,进而帮助员工获得突破现有思维、改变现有困

境所需的异质性信息与资源,激发员工的冒险精

神,减少员工提出新颖想法的后顾之忧[25],其创造

力水平也随之提高。因此,道德型领导将激发员工

的突破性创造力。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道德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呈正相关

关系。

1.2 正念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

正念型领导通过正念提升自我专注力与洞察

力,聚焦于所处环境,帮助员工承担挑战性的工作,
进而激励员工超越自我[26-28]。目前大多数学者从

特质观与行为观两个角度探索正念型领导,但是与

其他领导风格相比,这两个不同的角度都强调正念

型领导具有将专注当下、保持对环境的敏感性以及

不加批判地接受等重要特质[28-29]。根据信号理论,
正念型领导作为一种信号源,会通过思想、情感与

行为向员工传递这些信念,帮助员工了解领导者的

意图并采取积极的方式回馈[28]。具体而言,正念型

领导拥有稳定的觉知能力,会有意识感知与思考

智能化工作情境的变化[29-30],更加关注员工在人

工智能应用中的个人状态与工作表现,这有利于

减少员工在智能技术冲击下出现的倦怠与焦虑等

负面情绪[19],激活员工在工作表现中的积极情绪,
以推动更多的积极行为的产生[27,30]。此外,正念

型领导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与发展持开放接纳态

度,会有意识地“学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

事件与经验,并且根据这些经验调整新的思考方

式。这种信号的传递会鼓励员工利用智能技术更

加主动、大胆地探索新的认知途径,捕捉突破性灵

感与想法,进而增强个体的突破性创造力[31]。因

此,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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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正念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呈正相关

关系。

1.3 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与突破性创造力关

系对比

通过上述分析,道德型领导与正念型领导都会

通过关注员工在人工智能情境下的需求变化与成

长发展,激发其积极行为(如员工的创造力)。道德

型领导主要强调自身所具有的特质,能够将道德意

识与符合道德伦理的行为准则贯穿于组织管理实

践中,并且通过交流互动增加员工的认同与追随,
进而激发员工的内生动力,促使员工主动为组织目

标的实现而努力[25]。而正念型领导侧重具备敏锐

的观察力与较强的同理心,能够及时关注员工的个

性与需求,进而帮助员工在工作场所中获得积极情

感体验[9-10]。与正念型领导相比,道德型领导所展

现的是一种社会行为的模范表现,这种行为所释放

的正面信息能够更加获得员工的崇敬与追随,促使

员工将该类型的领导者视为学习的榜样,进而表现

出更好的行为来获得领导的关注[24]。因而,道德型

领导较于正念型领导更能从内在动机方面激发员

工的创新热情,提高其突破性创造力。基于此,提出

如下假设。

H3:与正念型领导相比,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突

破性创造力的预测效果更好。

1.4 人工智能冲击意识的调节作用

人工智能冲击意识是指个体在工作场所中感

知人工智能技术对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带来的威胁

程度,员工的这种技术感知会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

产生影响[18]。已有研究表明随着数字化转型带来

的工作情境的不断变化,个体的心理特征也会发生

改变,而领导行为对员工个体行为的影响会受到个

体的心理特征的制约[32]。基于信号理论,在面对多

个信号释放时,个体会选择自我可信度较高以及较

为准确的信息做出决策,而忽视模糊不定的解释信

号[16,33]。尽管道德型领导与正念型领导所释放的

积极信号有助于员工在选择过程中进行判断并且

做出预期行为,但是领导风格有效性作用的发挥也

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员工的人工智

能冲击意识水平较低时,员工会感知自身资源流失

的程度较小[16],道德型领导(或正念型领导)对员工

释放的支持性意图信号将会部分激励员工努力学

习新知识以改变困境。相反,当员工感知人工智能

冲击意识水平较高时,认为自身的工作条件会受到

技术威胁,将会扩大员工感知工作资源的损失心

理,进而产生情绪耗竭和工作倦怠[34],此时会削弱

道德型领导(或正念型领导)所释放的积极信号对

员工产生的作用,这将会减少员工对领导行为的关

注与学习,抑制员工产生突破性创造力思维,因此

容易拒绝道德型领导与正念型领导对员工自身的

影响。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冲击意识越高,道德型

领导(正念型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积极影

响越弱。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人工智能冲击意识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

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即人工智能冲击

意识越高,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正向

影响越弱;

H5:人工智能冲击意识负向调节正念型领导

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即人工智能冲击

意识越高,正念型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正向

影响越弱。
根据上述分析,构建一个整体研究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2 实证分析

2.1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使用电子和纸质问卷,主要从西南地区

的政府机构部门收集数据,被试者对象包括政府机

构部门的领导和下属。为了确保问卷的质量,在正

式调查之前,对10名政府部门成员进行了访谈,并
且根据访谈内容进一步修改问卷。在调查过程中,
向被试者承诺调查问卷内容的匿名性和真实性。
本次调研时间从2022年12月至2023年3月,经历

4个月,共发放了338份调查问卷,筛出填写时间过

短、问卷内容缺少及重复等无效问卷,最终得到288
份,有效率达85.21%。

在有效样本中,性别方面,参与调查的男性占

60.4%,共174人;年龄方面,30岁以下占18.8%
(54人)、31~40岁占22.9%(66人)、41~50岁占

27.8%(80人);学历方面,专科以下的调研对象占

3.1%(9人)、专科占14.9%(43人)、本科占78.8%
(227人)、硕士及以上占2.8%(9人);单位性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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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事业单位占20.1%(58人)、国家机关占70.2%
(202人)、国有企业占5.2%(15人)、民营企业占

4.5%(13人)。

2.2 变量测量

为了确保调查问卷的质量,使用已发表且经过

反复验证的国内外成熟量表,并且采用翻译和回译

的方式。除控制变量外,采用Likert5点计分(1=
“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不确定”,4=“同
意”,5=“完全同意”)进行问卷设计,并且所用量表

均为单维度量表。具体变量测量如下。
(1)道德型领导。采用Brown等[20]编制的量

表,举例条目如“我的领导是可以被信赖的”等,共

4个条目。道德型领导的Cronbach’sα值为0.953。
(2)正念型领导。采用Schuh等[28]编制的正念

型领导量表,使用了因子负荷最高的5个条目,如
“我的领导发现他/她自己做事情注意力不集中”
等。正念型领导的Cronbach’sα值为0.968。

(3)人工智能冲击意识。采用 Brougham 和

Haar[17]开发的人工智能冲击意识的量表,该量表共

4个条目,如“我认为我的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取

代”等。人 工 智 能 冲 击 意 识 的 Cronbach’sα 值

为0.918。
(4)突破性创造力。采用 Madjar等[21]开发的

突破性创造力量表,共3个条目,如“我可以使用原

创 性 的 方 法 解 决 问 题”等。突 破 性 创 造 力 的

Cronbach’sα值为0.863。
(5)控制变量。为了减少人口统计学因素对理

论模型的影响,参照相关研究,选取了员工的年龄、
性别、学历、单位性质等作为控制变量。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SPSS27.0针对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

导、人工智能冲击意识和突破性创造力的各个题项

进行 Harman单因子检验,以便验证测量问卷是否

存在同源误差问题。结果显示,第1个因子方差解

释为38.806%,不超过4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同

源误差问题。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Amos24.0对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人
工智能冲击意识和突破性创造力4个变量进行验证

性因子分析,以保证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表1显

示,构建的4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其他竞争性模

型,其中,卡方/自由度χ2/df=1.713,拟合优度指数

GFI=0.904,比较拟合指数CFI=0.976,增值拟合指

数IFI=0.976,标准拟合指数NFI=0.944,近似误差

均方根RMSEA=0.050,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
0.036,变量间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3.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表2)表明:道德

型领导(r=0.52,P<0.001)和正念型领导(r=
0.15,P<0.05)分别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呈正相关

关系。相关分析结果与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基本符

合,初步验证本研究的研究假设,为后续进行回归

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所含因子 χ2/df GFI CFI IFI NFI RMSEA SRMR
四因子模型 EL;ML;AIA;ERC 1.713 0.904 0.976 0.976 0.944 0.050 0.036
三因子模型a ML+AIA;EL;ERC 6.432 0.698 0.815 0.815 0.789 0.138 0.128
三因子模型b EL+AIA;ML;ERC 6.656 0.689 0.807 0.808 0.781 0.140 0.137
三因子模型c EL+ML;AIA;ERC 10.405 0.553 0.679 0.680 0.658 0.181 0.165
两因子模型 EL+ML;AIA+ERC 12.685 0.508 0.597 0.599 0.579 0.202 0.222
单因子模型 EL+ML+AIA+ERC 16.532 0.437 0.462 0.464 0.449 0.233 0.211

 注:“+”代表变量的合并;EL=道德型领导;ML=正念型领导;AIA=人工智能冲击意识;ERC=突破性创造力。

表2 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性别 1.40 0.49
2年龄 2.70 1.10 -0.08
3学历 2.82 0.52 -0.05 -0.27***

4单位性质 1.94 0.66 0.16** -0.05 -0.09
5道德性领导 4.00 0.55 -0.04 -0.10 -0.07 -0.01
6正念型领导 3.78 0.84 -0.06 -0.02 0.06 -0.02 0.29***

7人工智能冲击意识 3.01 0.94 -0.01 0.17** -0.02 0.02 0.07 -0.18**

8突破性创造力 3.99 0.64 -0.10 0.19*** -0.01 -0.03 0.52*** 0.15* 0.25***

 注:*、**、***分别表示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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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直接效应检验

将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

力进行层级回归分析。表3结果表明,道德型领导

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3,

P<0.001,模型2),正念型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

力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1,P<0.05,模型3)。此

外,模型2和模型3的方差解释度分别提高33%和

5%,F 值检验在P<0.001和P<0.05下仍显著,
说明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拟合度都比模型1更

好,因此假设H1和假设H2得以验证。

3.5 预测效果对比检验

为了进一步比较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对员

工突破性创造力的预测效果,进行了两个层次回归

分析。第1次层次回归排除了控制变量与正念型领

导的影响,第2次层次回归排除了控制变量与道德

型领导的影响。表4结果显示,道德型领导对员工

突破性创造力呈显著的额外解释力(ΔR2=0.27,

P<0.001),这表明道德型领导行为较于正念型领

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有更高水平的预测效果,假
设H3得到验证。

表3 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对突破性创造力

的层次回归结果

变量
突破性创造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性别 -0.11 -0.07 -0.10
年龄 0.11** 0.16*** -.11**
学历 0.04 0.11 0.03

单位性质 -0.01 0.01 -0.01
道德型领导 0.63***
正念型领导 0.11*

R2 0.05 0.34 0.07
ΔR2 0.03 0.33 0.05
F 3.39** 28.79*** 3.99**

 注:*、**、***分别表示P<0.05、P<0.01、P<0.001。

表4 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对突破性

创造力预测效果的层次回归结果

变量

突破性创造力

道德型领导与

正念型领导

道德型领导与

正念型领导

ΔR2(道德型领导) 0.27***

ΔR2(正念型领导) 0.00
R2 0.34 0.34
F 23.94*** 23.94***

 注:样本数为288;***表示P<0.001;“道德型领导与正念型领导”
是在排除控制变量之后,道德型领导与正念型领导对突破性创造力的

回归分析,其中“ΔR2(道德型领导)”的“ΔR2”为“控制变量+正念型领

导”与“控制变量+正念型领导+道德型领导”两个回归方程的R2变
化,“ΔR2(正念型领导)”的“ΔR2”为“控制变量+道德型领导”与“控制

变量+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两个回归方程的R2变化。

3.6 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人工智能冲击意识的调节作用,先对道

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人工智能冲击意识进行中心

化处理,再构造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35]。表5
结果显示,道德型领导和人工智能冲击意识的交互项

与突破性创造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b=-0.11,

P<0.05),表明有较强人工智能冲击意识的员工削弱

了道德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正向关系;正念

型领导和人工智能冲击意识的交互项与突破性创造

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b=-0.12,P<0.01),表明

有较强人工智能冲击意识的员工削弱了正念型领导

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正向关系。假设 H4和假设

H5得到初步支持。此外,参照Aiken和 West[36]使用

回归方程中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和截距,进一步描绘

人工智能冲击意识分别在道德型领导和正念型领导

与突破性创造力之间关系的具体调节效应图。图2
和图3分别显示了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与人工智

能冲击意识的交互作用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
假设H4和假设H5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5 人工智能冲击意识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突破性创造力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性别 -0.07 -0.08 -0.10 -0.10
年龄 0.14*** 0.13*** 0.09* 0.10**

学历 0.10 0.11 0.02 0.04
单位性质 0.01 0.01 -0.01 0.01

道德型领导 0.61*** 0.58***

正念型领导 0.14*** 0.20***

人工智能冲击意识 0.12*** 0.15*** 0.18*** 0.19***

道德型领导×
人工智能冲击意识识

-0.11*

正念型领导×
人工智能冲击意识

-0.12**

R2 0.37 0.38 0.13 0.16
ΔR2 0.36 0.37 0.11 0.14
F 27.40*** 24.59*** 7.05*** 7.84***

 注:*、**、***分别表示P<0.05、P<0.01、P<0.001。

图2 人工智能冲击意识对道德型领导和突破性创

造力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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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人工智能冲击意识对正念型领导和突破性

创造力的调节效应

4 结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索了目前较为成熟的领导风格在人

工智能情境下的有效性,基于信号理论,通过对288
份样本的相关实证检验,分析了道德型领导、正念

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以人

工智能冲击意识为调节,探讨其中关系的边界条

件。得出以下结论:①道德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

造力呈正相关关系;②正念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

造力呈正相关关系;③与正念型领导相比,道德型

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预测效果更好;④人工

智能冲击意识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
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即人工智能冲击

意识越高,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对员工突破性

创造力的正向影响越弱。

4.2 理论意义

(1)丰富了领导风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关系

的研究成果。以往文献缺乏正念型领导与突破性

创造力之间关系实证检验,本研究拓展了正念型领

导与道德型领导的相关文献,深刻认识在数字经济

时代下正念型领导、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

力的积极影响。此外,现有文献仅李晓萱和郑晓

明[5]探讨了服务型领导、变革型领导、权威型领导与

道德型领导在人工智能情境中影响员工行为的区

别,缺乏实证检验。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道
德型领导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预测效果高于正

念型领导,这不仅拓宽了“领导力-员工突破性创造

力”这一研究范式,同时有助于学界深入理解领导

风格在人工智能情境下的作用。
(2)扩展了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产生的约束条件

研究。当前学者鲜有从个体技术认知角度将人工

智能冲击意识引入到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相关研

究中,因此本研究选取人工智能冲击意识作为调节

变量,从个体技术认知角度证实其在道德型领导、
正念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调节效应,
这为后续开展该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此外,
人工智能冲击意识的相关研究正处于初步探索阶

段,本研究进一步丰富数字化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冲

击意识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成果。
(3)为领导者如何影响员工的突破性创造力提

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以往学者从自我概念理论、社
会认知理论角度探究领导风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

力之间的关系[22-23]。本研究立足信号理论,强调领

导风格与个体认知作为信号源,在交互过程中所传

递的信息可以对员工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不同的影

响,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中,个人对技术替代职业

的威胁感知更加能够影响员工的情绪状态与行为

表现。本研究从新颖的角度揭示了道德型领导与

正念型领导如何激发员工突破性创造力,解释了员

工接收到多种信号后的倾向性,验证了信号理论对

领导风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具有重

要的解释力度。

4.3 管理启示

(1)组织应重视道德型领导的培养和选拔,着
重考察领导岗位候选人的道德特质与行为,同时组

织需要开展相关的道德建设培训等活动进一步强

化组织各层级领导者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此

外,组织要强化道德型领导的引导作用和示范作

用,要求领导者要身体力行地遵守组织的道德规

范,并且及时关注和尊重下属的内在需求,鼓励和

认可下属的创新想法和行为。
(2)在当前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培养

正念型领导对员工和组织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组织在对领导者进行选拔时,可以加入正念水平的

测试,同时开展正念训练以及与正念相关的“禅修”
“冥想”练习,培养领导者的自我专注力、洞察力和

对环境的敏感性。此外,组织应鼓励具有正念领导

力的领导者,主动与员工深入交流和互动,善于发

现员工的优势和特征,并引导员工通过正念训练提

高认知灵活性,及时获取有关突破性的思维方式和

认知路径的信息和资源,进而提高员工的突破性创

造力。
(3)组织要引导员工正确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对

他们的潜在影响。一方面,组织管理者应让员工意

识到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工作场所的应用是当

前不可避免的新趋势,主动告知应用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能帮助员工开展工作,推进组织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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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组织可以积极为员工提供学习资源如讲

座、网上课程等,不仅可以帮助员工学习新技能,还
能增加员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让技术成为员

工开展创新创造活动的帮手。

4.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样本主要来

自西南地区的政府机构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取样范围和数量。未来研究可以扩大调查范围

和数据源主体(以高新技术企业的员工为调研对

象),以期获得更准确的结论。其次,本文采用的横

截面研究设计在揭示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与
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关系间的动态演化关系时,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考虑采取多时点的数

据追踪设计或实验法,更全面、深入地探讨道德型

领导(正念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因果关

系。此外,信号理论指出信号的有效性不仅会受到

信号接收者个体特征的影响,还会受到信号传递环

境的影响[17]。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探究信号传递环

境(如环境不确定性、组织认同)以及其他员工个体

特征(如员工成就动机、工作激情)对道德型领导

(正念型领导)所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有效性的影响,
以补充道德型领导(正念型领导)与员工突破性创

造力之间的边界条件,进一步从多个角度丰富完善

这一研究主题下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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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LeadershipandMindfulLeadership:AComparisonofEmployee
RadicalCreativityundertheImpac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

YANGJin,WANGQian,YANXinyu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Mianyang621000,Sichuan,China)

Abstract:Differenttypesofleadershiputilizingsignalingstrategiesinadigitalcontextcanhavedifferentimpactsonemployeebreakthrough
creativity.Drawingfromthesignalingtheory,288samplesofleadersandsubordinatesfromgovernmentaldepartmentsinSouthwestChina
wereexaminedtoexploretheinfluencemechanismsofethicalleadershipandmindfulleadershiponemployees’radicalcreativity,andthe
predictiveeffectsonradicalcreativitywerecompared.Theresultsshowthatethicalleadershipandmindfulleadershipfosteremployees’radical
creativity,ethicalleadershiphasahigherpredictiveeffectonemployees’radicalcreativitythanmindfulleadership,artificialintelligence
awarenessnegativelymoderatesbetweenthetwoleadershipstylesandradicalcreativity,respectively.

Keywords:ethicalleadership;mindfulleadership;radicalcreativity;artificialintelligenceawareness;signaling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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